
我已经很老了，老到记
不清很多事情。不过你若想
听国博的故事，问我就算问
对了。

1939 年 3 月的一天，河
南“西北岗”的一些村民把
我从土里弄了出来，我这一
觉就睡了两千多年。拉起
一个体重 800 多公斤的胖
子，他们很是费了一些力
气。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知
道自己很重要。我不知道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

我听说，《富春山居图》的主
人吴洪裕就是因为太爱它
而险些毁了它。然而我毕
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早
在我出土之前，国家博物馆
的建设计划已经初具雏形
（1912年7月，民国政府在北
京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
备处），而那将是我最终的
归宿。

“九·一八”事变后，民
国政府下令北平各文物保
管单位将重要文物南迁。

我则被当地老百姓重新深
埋起来。听青铜器专家杜
廼松说，“后来实在躲不过
去，当地老百姓就用了其他
小一点的鼎代替，交到日本
人那儿”。

抗战结束以后，1946 年
7 月，政府派兵再次将我挖
了出来，安放在“安阳县古物
保存委员会”。同年 10 月蒋
介石六十大寿之际，我被运
送到了南京，住进了国立中
央博物院筹备处。

出身显赫，地下躲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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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 我与国博不得不说的故事
“后母戊鼎”，就是大家在历史课本里读到的“司

母戊鼎”，近年来学界认为，铭文的第一个字应为
“后”字，2011年，新国博开张，在馆藏介绍中为这个
镇馆之宝正名，纠正了这个多年的误会。回顾国博
百年变迁，听听很有故事的后母戊鼎自己怎么说吧。

1959 年建国十周年“大
庆”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
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楼在天安
门广场东侧落成，成为我国
最高历史文化殿堂。就在这
一年，我被调拨过来，与从四
面八方赶来的大盂鼎、虢季
子白盘、四羊方尊胜利会师。

大盂鼎与我一样经历了
辗转奔波。它曾被著名的金
石收藏家潘祖荫收藏，1937
年苏州沦陷后，潘家后人将

大盂鼎深埋保存。1952 年，
上海博物馆开馆，潘祖荫的
孙媳将鼎捐了出来。

大盂鼎和我都算走运，
谈到那场战争，四羊方尊到
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它曾
被炸成二十多块。1952 年，
湖南文物工作者花了两个多
月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虢季子白盘在清末即与
毛公鼎和大盂鼎齐名，新中
国成立后被大藏家刘铭传后

人捐献给国家。这位仁兄体
量惊人，号称“盘王”——唉，
不是楼盘的盘啦，学者们猜
测，它是一个盛冰的大盘，或
者干脆就是一个大澡盆。

1961年7月1日，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40 周年之际，中
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
物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分别
展出“中国通史陈列”和“中
国革命史陈列”，国家宝藏的
格局已渐趋形成。

我们四兄弟一来，这里
自然成为青铜器重镇，其他
各类文物也纷纷加盟。

出土文物的发掘补充
依然是个重要途径。1963
年，一个陕西村民挖出了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辗转
上交到国家文物局。铜犀
尊 和 1976 年 陕 西 临 潼 零
口出土的利簋最终都与我
相见。

1988 年 至 1991 年 间 ，
通过接受捐赠、文物商店价

拨、私人收藏者手中征购等
方式来到我身边的，还有元
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宋
拓《道国法师碑》拓本等。
1989 年 6 月，为迎接建国 40
周年的到来，红山玉龙被调
往北京参加展出，也加入了
我们的行列。

2002 年，中国历史博物
馆又征集到青铜器、金器、
石刻、陶器、书画、钱币等
各类文物 140 余件（组）。
我就是在这时遇到了纸本

设色《乾隆南巡图》的。它
来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
起初，一个清代画家为乾
隆皇帝绘制了十二卷的绢
本，随后又创作了一套纸
本的。后来绢本散落各处
（目前已知第九卷、第十二
卷藏于故宫博物院，第四
卷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而纸本设色的

《乾隆南巡图》，也就是我这
位小老弟则完整地来到了

“国家宝藏”。

历史博物馆来了“四宝”

犀尊、“南巡图”前来报到

之历史

进入21世纪后，我所在
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便与中
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中国
国家博物馆。2003年，国博
改扩建计划开始实施，馆藏
文物也不断充实。国家成
立了“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
项资金”，成功征集了商代
青铜重器“子龙鼎”和宋代

木雕观音等四件珍贵文物。
同为商代青铜重器的

“子龙鼎”最早公开亮相是
在 2004 年日本大阪的一场
私人文物收藏展览上，与
我恰恰形成“一圆一方”。
宋代木雕观音像则是上世
纪辗转流失美国，后被著
名收藏家、美籍华人陈哲

敬购得。
如今，国博二号中央大

厅内，我、大盂鼎、子龙鼎站
在最中间，宋代木雕观音像
则位于我们西侧。细心的
观众还能发现，此时我的名
字也已经从课本上误读多
年的“司母戊鼎”改为“后母
戊鼎”。

称雄新国博二号中央大厅

1948 年底，随着解放战
争的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准备
逃往台湾，要求将故宫博物
院、中央博物院等地文物精品
带走。我不得不与一些朋友
道别，其中就包括毛公鼎。

出生于西周晚期的毛公
鼎比我年轻，它没有我块头
大，但因为出土时极为完整
（我出土时有一只耳朵不见
了），肚子里的铭文也是最多

的 ，而 被 视 为 稀 世 珍 宝 。
1920 年，美、日列强商贾都
垂涎于它，时任北京政府交
通总长的叶恭绰知道了这个
消息，与其他两人筹资 3 万
元，将它从道胜银行赎了过
来 ，藏 进 上 海 的 寓 所“ 懿
园”。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
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领，日
本宪兵队到处搜寻它的下
落，闹得鸡犬不宁。

话说当时，南京国民政
府挑选赴台文物的时候，也
很想带上我，只是我太胖、太
重了。时间紧迫，他们便选
了瘦一些的毛公鼎。后来杜
廼松这么感慨：“时间来得及
的话肯定是要被运走的，幸
亏没有被运走。”你看，这就
是身为胖子的好处。总之我
留在了南京，后来又入藏了
南京博物院。

老蒋跑路，大鼎带不动

上世纪20年代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是国博的前身。 国博供图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外景（两馆共用同一建筑）。 国博供图


